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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化 小 农 与 乡 村 治 理 条 件 的 演 变
———从空间、权威与话语维度考察

邓大才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小农快速社会化，逐步从传统小农演变为社会化小农。小

农的社会化或社会化小农对乡村治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不仅改变了治理的基础、治

理的资源，也改变了治理的条件。通过对小农社会化对乡村治理的空间、权威、话语的

影响来考察乡村治理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 小农的社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空间、削弱

了治理的权威、建构了新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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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小农迅速社会化，逐渐演变成社会化小农①。小农的社会化或者社会化小农

对乡村治理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它全方位影响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小农的社

会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条件。笔者认为，小农社会化拓宽了治理的空间，改变了治理的手段、规

则、过程和话语。

一、治理空间

顾名思义，治理的空间是指治理的范围以及在此范围内的内容和对象。传统小农时期，乡村

社会的治理空间就是村庄范围内的公共性事务，因为村与村之间隔绝，治理的边界非常清楚，村

庄边界是其治理范围，村治理的主要内容是赋税、教化、纠纷调解及其简单的村庄公共工程等四

项。但是社会化小农则改变了治理的空间，治理范围更广、治理内容更多、治理对象更复杂。
1． 社会化小农与治理范围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传统小农 “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②。
费孝通先生也认为 “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③。也就是说，传统乡村社会，

村与村之间的交往比较少。费孝通还认为，乡土社会富有地域性，活动范围有地域限制④。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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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往也是一种地域交往，而不是一种利益交往，“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联系”①。传统

小农的地域性和非利益性就决定了村庄治理的边界，地域以内甚至是村庄以内才是治理范围，村

庄以外的交流是利益性的，不大需要治理。从而确定了治理的范围和对象。
小农社会化则打破这种地域性、非利益性限制。社会化小农从两个方面突破地域和利益限

制: 一是农户家庭劳动力的社会化配置突破了传统小农的地域性限制，现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

非常频繁，动辄几千里，有些农民还外到国外“打洋工”。农民工流动到哪里，治理就应该跟到

哪里。务工经商的农民是村庄的村民，有地、有房、有直系亲戚、有小孩教育，与村庄有扯不断

的关系，他们在外地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村庄，有些也会成为村庄的公共事务。现在有些地方已

经在逐步建立同乡会、打工支部这类的组织，这就是乡村治理的一种延伸。所以小农社会化突破

了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地域限制，农民工流动之处就是治理之地。
小农社会化也突破非利益化限制。农民外出打工其根本目的就是获取货币收入，小农内部的

社会化同样以利益为纽带②。小农生产社会化，就是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化，小农买卖各种商

品、服务，从而使小农与外部世界、小生产与全球市场联系起来，其联系机制是市场，其联系媒

介是货币。市场和货币都是利益的体现。通过市场、货币建立起来的外界利益联系，也变成了治

理的内容，村庄通过信息服务、联络、维权等方式参与小农与外界的交易，如村庄帮助农民对外

销售农产品、帮助农民获取种苗、帮助购买到假种子的农民维权等。所以，小农内部社会化同样

也拓展了村庄的治理范围。
2． 社会化小农与治理内容

传统乡村社会，村庄的治理内容比较简单，费孝通认为，村庄公共事务就是 “包括灌溉、
自卫、调解人们的争吵、互援、娱乐和宗族活动”③。张仲礼认为，村庄及其士绅承担 “公益活

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④。传统乡村社会村庄的公

共事务就是四大类: 纠纷调解、协助赋税征收、村庄娱乐活动、简单的村庄工程，如修桥补路、
小型水利等。概括起来就是小农与自然、村庄内部小农之间交往，小农与国家交往的治理。小农

社会化则使农民生产、生活、交往更加复杂，从而大大拓展村庄的治理内容。
小农社会化则突破了小农交往的范围，特别是劳动力社会化使小农突破地域限制，小农与外

地、小农与外部企业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小农生产生活社会化则使小农与市场建立起了紧密的联

系，特别是社会化小农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产品必须通过市场销售，市场对小农的影响超过了国

家、村庄和自然。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小农与三类主体相联系: 自然、村民、国家; 社会化小农

时期，小农还要有与外地企业、社会市场进行交往，而且这两种交往对小农的经济收入有着更大

的影响。
村庄治理是小农自己完成不了的事情，必须通过合作组织来完成，传统乡村治理协助小农处

理与自然、村民和国家的关系，社会化小农时期，小农交往的范围扩大，小农还要与外地企业和

社会市场进行利益交往。因此，村庄治理的内容也要根据小农交往的内容和对象而进行改变。如

小农与市场交往，村庄可以提供信息服务; 小农可以代表村庄与外地企业进行交涉以保护务工农

民的权益; 小农与务工输入地交往，村庄要通过输入地了解计划生育的情况等。
小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虽然已经没有教化、租税征收功能，但是维持村庄秩

序、调解村庄纠纷的功能依然存在，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农产品的标准与质量安全、
畜禽疾病的防治、村庄卫生、政策宣传、政府服务等都需要村庄协助，还有国家对生产的支持支

援、国家对农民的养老医疗保障等也需要村庄协助完成。这些都是小农社会化后国家针对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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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而出台的扶持政策，它们也改变丰富和发展着村庄治理的内容，即村庄也要与时俱进，将这

些与小农社会化紧密相连的内容纳入治理的范畴。
3． 社会化小农与治理对象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不流动，小农自给，外部声音、外部影响无法进入村庄，村庄治理相对

比较简单。按照徐勇和徐增阳的话说: 当时是“管住了土地，就管住了农民”①。有时甚至不管，

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对象比较简单，农民只需要关注村庄边界内

的人和事以及与政府必要有限的交往。小农社会化则使平静的村庄起了波澜，小农交往复杂了，

村庄治理也相应地复杂了。白钢认为，“自主权范围的大小，即自治边界的广狭，决定着自治的

强度和性质”②。同样，村庄的边界和村民交往的对象决定着村庄的治理对象。对于治理对象的

研究，徐勇和徐增阳只是认为，农民的流动使治理难以达致治理对象③。其实，小农社会化使治

理对象更多、更复杂。
如果将治理分为管理和协调，则超出村庄以外的范围，社会化小农与其他主体的交往，需要

村庄治理，这种治理可以称之为协调; 村庄内部的事务，则可能称之为管理。当然究竟是选择管

理还是选择协调，则应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小农社会化使村庄的治理对象增多，对于村庄内部而

言，有外来人口进入村庄，外来人口与村民的交往，外来人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需要村庄

来维持、协调和保护。还有外部企业及其商品进入村庄，商品所到之处产生的问题需要村庄处理

和衔接。还有村民与市场打交道过程中成立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组织、经济协会也成了村庄治理的

对象，需要村庄予以规范和引导。显然，社会化小农与市场的横向交往，增加了村庄治理的内

容。
另外，传统治理对象也出现了分化，有相当大一部分治理主体外出务工经商，家里都是一些

老年人、小孩 和 妇 女，有 人 戏 言 现 在 农 村 是 “389961 部 队”，村 庄 治 理 究 竟 治 理 谁? 治 理

“389961 部队”? 这显然不行，因为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壮劳力在外面打工; 治理务工经商的壮劳

力? 这也不行，他们全部在外面，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农民流动，还需要村庄将

治理范围向外延伸，将外部务工经商的农民及其发生利益纠纷的主体纳入治理范围。

二、治理权威

对于传统乡村社会权威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张静认为，“地方权威并非任何人可以承任，

它的权力地位获得与三个因素直接有关: 财富、学位及其在地方体中的公共身份”④。笔者认为，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权威来源主要有五个: 土地权威、伦理权威、长老权威、地缘权威、知识和

身份赋予的权威，其实五个权威可以概括为四个: 通过以血缘和宗族形成的权威、以年龄和经验

形成的权威、以知识和国家赋予身份形成的权威、以土地形成的经济权威。中国能够维持几千年

的变化，就依靠农民的不流动及其村庄权威。小农社会化则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小

农不仅突破了村庄边界进入广阔的社会和市场，而且村庄内部小农也随着市场而相互渗透。传统

乡村权威衰落、新的权威崛起，从而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治理基础。
1． 经济权威的崛起

传统乡村社会没有真正的经济权威，地主依靠数量较多的土地及经济势力有一定的支配权，

但是并没有纯粹的经济权威，土地权威也要依靠身份、声望等成就其权威。传统乡村社会有很多

“土财主”，他们虽然有钱，但是并没有得到农民的尊重，即“有钱无威”。所以本文将依靠土地

形成的权威冠之以土地权威，而不是经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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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模和财富是形成经济权威的重要条件。家庭承包责任制及小农社会化，小农有了自主

性和创造性，许多人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积累产业和财富。如果产业在当地，其经营所有

者必是当地最有威望的人，他们能够与乡村干部“平起平坐”，有些甚至是县政府的客人。有些

人在外地拥有产业，虽然不能利用当地的政权官员和官僚系统，但是他们也能够利用自己的财富

积累声望，如捐建公益设施、资助乡民，从而成为村庄的经济权威。当然现在中国大部分地区，

这类经济权威还是少数，大部分的经济权威可能只拥有一台收割机，或者只拥有几个赚钱不太多

的鱼塘，或者是拥有一些比较挣钱的经济作物，或者很会打工，积累了一些小财富而已，但是在

当地人眼中，他们都是凭能力挣的钱，因此他们都受到当地农民尊重，从而形成经济权威。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在现在仍然有效，有钱的人往往比较容易成为

村庄的权威人士。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势力后还要通过一定的机制才能够变成经济权威，其机制主

要有三个: 一是通过与基层政府官员的联系，借助政权系统获得和实现权威。二是通过产业和经

济势力造福乡亲来赚取声望而获得权威。三是通过产业和经济势力带动当地老百姓致富而成为老

百姓拥戴的权威。发财致富后不关心村庄、对村民冷漠是无法形成村庄经济权威的。前两种权威

是主动努力形成，后一种是自然形成。
2． 能力权威的出现

有钱、有产业容易形成经济权威，没有钱、没有产业也能够形成权威，即通过自己的能力形

成威权。传统乡村社会就有这类人，他们并不是特别富有，但是凭借自己的能力跻身于村庄权威

之列。传统乡村社会比较常见的是拥有武术功夫的人，他们比较容易拥有权威; 悬壶济世的医生

也能够成为当地有名且有权威的人，等等。能力权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地缘权威，他不是凭借财

富，也不是凭借身份，而是凭借自己某个方面在地域社会中的影响而成为权威。徐勇和徐增阳将

此定义为能力性权力与身份性权力相对应，“所谓能力性权力主要指权力来源于个人超凡出众的

能力。这种能力只能是在一个资源开放的社会生态里，通过竞争获得的”①。
小农社会化产生了更多的能力权威，这些能力权威在村庄内外均能够产生。如打工群体中，

有些农民很会游说，很能够找关系，能够帮助其他农民找到工作，能够将大家团结起来。其实我

们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大多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些甚至都到同一个

城市或者同一个企业，在这伙人中最活跃、最具组织能力的人就会演变成村庄的权威。在村庄内

部有些人也会成为权威，如《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的林老师，没有产业优势，也没有财富，

但是他却成为农民上访的领袖。另外还有一类农民，在当地黑白两道都能够吃得开，有些甚至还

与乡镇干部交得上关系，这类农民也因交际广泛在当地有脸面，能够解决问题、摆平问题而成为

村庄的权威。
社会化小农时期，由于传统手艺的衰落，或者由于传统产业被标准化的工厂产品替代，手艺

人逐渐减少，手艺、武术为载体成为能力权威的数量在减少，而通过交际、交往、交流而成为能

力权威的人在增加。概括起来就是三类人: 一是能办事的; 二是能反抗的; 三是能处事的。这三

类都与小农的社会化分不开，在传统乡村社会中都不可能形成三类权威。能力权威其实是一种社

会权威，它与经济权威和行政权威相对立，是一种社会权威，它最有可能向行政权威转化。
3． 行政权威的延续

传统乡村社会是皇权不下县，“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不再下去了。自上向下的单轨

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并不到每家人家大门前或大门之内的”，县衙门与农民家庭大门之间的距

离是交给地方的，所以构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体制②。国家建构导致政权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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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和民国政府都推行保甲制度，从而造成如徐勇所说的 “政权下乡”①，保甲是国家政权向下

的延伸，它是国家一级政权。虽然保甲并不成功，但是他们代表国家的权力，收粮收税，管理乡

村事物。保甲不同于乡约，乡约是跑腿的，没有权，保甲有权。保甲制度也被根据地政府和解放

初期的新中国所借用，称为村镇政权或政府②。后来虽然取消村镇政权，但是建立了农村人民公

社，村庄变成了大队，大队及其干部也是一种行政权力。按照徐勇的说法，这段时间村庄权威具

有明显的外部赋权特征，“中国农村基层权力的获取具有突出的国家外赋特性”③。1982 年开始

建立村庄。这些都是行政组织，行政组织也形成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传统乡村社会权威的延

续，当然两者之间的性质可能有些差别。
1987 年以后的村民委员会及其干部构成了自治权威，这种权威是一种民选权威。徐勇等将

改革开放以后村庄的权威分为体制性权威和自致性权威。前者是体制赋与的，后者是个人自身能

力或特殊的影响力从村庄获得的。后者越来越多，前者越来越少④。可见村民自治以后，村庄领

导的权威主要有两种: 一是自致权威; 二是民选权威。前者必须通过后者而得以确认，否则就只

是一种社会权威。
恩格斯说，“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

的。”⑤ 社会化小农时期，村庄的权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老权威、伦理权威、土地权威

逐渐消失，士绅的知识、身份权威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经济权威和能力权威以及由村民选举产

生的民主权威。经济权威、能力权威属于社会权威，民主权威属于赋权的行政性权威。在一定条

件下经济权威、能力权威能够转化为民主权威。可见小农社会化不仅改变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

而且改变了乡村的权力结构。因此，现有的行政权威必须寻找新的立足点: “中国正在改革和转

型之中，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正在强烈地作用于人们的政治理念，公众对于政

治权威的理解和认同正在发生改革，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权威需要寻找并确立新的根基。”⑥

三、治理话语

小农社会化除了拓展治理空间，冲击和改变着治理权威外，还改造和建构着乡村社会的话语

体系，特别是社会化还建构着乡村社会的治理话语。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农社会化过程中，小农

分别经过了话语平等、话语武器和话语系统三个阶段，形成了比较独特的乡村治理话语体系。
福柯先生有句名言: 话语即权力。“话语优势也会构成一种权力关系，即话语权。”⑦ 传统乡

村社会是一个凝固的社会，信息单一，谁能够掌握话语权力，谁就能占居主导地位。“传统乡村

社会，家长、族长、乡长、村长得以获得村治权力，相当程度取决于他们特殊的话语权。”⑧在传

统乡村社会，士绅宣读国家政策，操纵教化系统，能够代表村庄与官员对话，可以说整个话语系

统掌握在具有知识和懂得政策的士绅地主手中，士绅地主具有话语方面的优势。传统乡村社会话

语系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单向性，“传统乡村社会的话语系统具有单向性，即接受

话语信息是单一的”⑨。即自上而下的单向传递话语，士绅是发话者，农民是受话者。二是话语

内容比较单一，话语内容要么是伦理教化，要么是国家政策的宣讲。三是话语系统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传统乡村社会话语一般掌握在有知识、有经济势力的士绅地主手中。但是小农的社会化则

改变了小农在村庄中的话语劣势，从而改变了整个乡村社会的话语体系。
1． 市场话语与话语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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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传统乡村社会，还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一般的农民是没有话语权力的，只有听和顺

从的权力。改革开放以后，小农获得了承包地，有了经营自主的权利，有了选择职业的权利，小

农的生产、生活已经不依赖于人民公社，也不依赖于士绅地主控制的村庄。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形

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农民既不像传统乡村社会被动地接受教化的话语，也不像人民公社时期

“不满”还要“假装拥护”官方话语。农民的话语回归生产、回归生活。这种话语体系与村干部

的政策话语相对立，互不隶属，互不干扰。
在社会化过程中，小农与市场主体交往越来越多，小农外出务工、经商越来越远、越来越频

繁，小农在交往中形成了市场性话语和交往性话语。不少农民通过收看电视、读书、读报还掌握

国家政策话语，能够利用国家政策性话语与乡村干部进行对话，利用国家政策性话语保护自己的

权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农第一次与村庄管理精英掌握同样的话语，具有了平等的话语权

利。掌握话语权利的农民再也不惧怕乡镇干部，他们能够振振有词地反驳乡村干部的不合理话

语、不合理的治理活动。虽有些农民利用自己的市场话语能够击败村庄管理精英。如不少务工经

商的农民返乡竞选村委会，他们不仅熟悉市场话语，而且熟悉政策话语，还熟悉底层社会的话

语，因此他们经常击败村庄干部而当选。
小农社会化不仅创造了农民的话语体系，而且也使小农掌握了市场话语体系。由于开放的社

会和多渠道的新闻媒体，小农还能够学习官方的政策话语体系，掌握和运用政策话语。笔者在调

查中发现，有不少农民是当地的政策和法律专家，非常熟悉法律和政策，有些村庄干部都不是他

们的对手。一旦村庄干部不是这些农民的对手时，他们就采取回避策略或者利用行政话语不讲道

理。显然这是小农掌握话语及其运用官方话语体系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否则只会被村庄干部

忽悠。可见没有小农的社会化，小农就不可能与村庄管理精英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利，也不能形成

自己的话语体系。
2． 抗争话语与话语武器

社会化小农相对国家话语体系来说微不足道，但是他们的话语却能够与村庄干部的话语相抗

衡、相抗争。传统乡村社会农民除了造反外，很难掌握反制村庄精英的话语武器和话语系统。但

是小农的社会化使农民有了能够抗争村庄精英的话语，还掌握了如斯科特所说的 “弱者的武

器”。对于前者而言，农民如果感觉到自己的权益受到村庄的侵害，他们就会利用上访，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许多上访者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反击话语体系。同时，有些农民还利用新闻媒

体来传播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话语系统，与村庄精英相抗衡。当然农民的抗争话语体系必须借助

于外部力量，如国家信访系统和新闻媒体。如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的林老师就是通过抗

争性话语与乡村、基层政府相抗衡。
小农社会化过程中，小农还会利用 “弱者的武器”来反击、抗衡村庄精英。斯科特在研究

东南亚的农民反抗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弱者的武器”，“弱者的武器”中有一种就是话

语。农民会利用“恶意的流言蜚语、人格污蔑、起外号、谣传”反抗村庄精英①。当然村庄也会

利用话语体系反击农民的 “弱者的武器”。由于社会化小农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小农运用的 “弱

者的武器”很容易向外传播，并且随着小农社会化范围的扩大而扩大。抗争话语和话语武器能

够给村庄精英施加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弦更张，使其治理行为能够与村民利益基本一致。社

会化小农时期，农民利用弱者的话语武器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这些话语武器能够随着社会化而

向外传播———包括纵向传播和横向传播，从而对村庄治理层施加压力。社会化造就了小农的话语

和话语体系，同时社会化也是小农的话语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离开了社会化，小农话语和

话语体系都失去了载体。
3． 话语整合与话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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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他们能够形成自己的话语和话语体系，同样村庄管理精英在治

理过程中也会借鉴上级政府和村庄话语进行话语整合，形成独特的乡村治理话语，这种治理话语

是植根于乡村社会的“官话”，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就是农民与村庄精英争夺话语权力①。
小农社会化在改变、改造农民话语及其话语体系时，同时也是改变、改造村庄的治理话语。

1987 年以来中国实施村民自治，农民自己行使村庄管理的权利。小农参与村庄选举、民主管理

过程中会将自己的话语与官方话语结合，形成独特的话语体系，如吉林省梨树县平安村创造的

“海选”，还有河北农民创造的“两推一选”等都是农民的话语与官方话语结合形成的本土化的

治理话语。同时，村庄管理精英也会借鉴群众性的话语和市场话语，将官方话语、市场话语、群

众话语结合起来，形成治理话语系统。在农民看来这种话语系统是 “官话”，因为它们很虚，是

村干部用来应付上级和外来人员的; 在政府看来是 “土话”，它们是用来说明和解释乡村工作

的。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与村庄干部座谈时，乡村干部经常使用这样的本土化的 “官话”来应付

我们。
当然如果本土性“官话”只是应付上级和记者、调查人员还好，但是这套官话系统还会经

过适当改造，变成村庄的治理话语。村庄管理精英不能用纯粹的政策话语，因为老百姓听不懂，

也不愿听，也不能用纯粹的农民话语，因为没有权威。所以村庄管理精英必须整合话语，将官方

的政策话语、农民的底层话语、市场的交易话语整合成农民能够听得懂，又能够说服人的话语

———治理话语。现在不少大学生村官或者选调生不能适应农村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庄有自

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还有人说，“现在县长好当，村长难做”，也是一般人容易掌握官方的政策

话语，但是难以掌握本土化的、需要整合的治理话语。治理话语系统是村庄管理精英与农民争夺

村庄话语权过程的结果。乡村治理话语既是小农社会化的结果，也是社会化小农的创造。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Socialized Peasant and Evolu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onditions
———From Space， Authority， and Discourse Dimension Study

Deng Dacai

Abstrac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easants stepped into socialization rapidly， and gradual-
ly evol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easants to socialized peasants The socialization of peasants or socialized
peasants had a revolutionary impact on village administration. It not only changed the governance founda-
tions and governance resources， but also changed the governance conditio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
ges of rural governance condition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ce， authority and discourse of rural gov-
ernance caused by the socialization of peasants. According to the paper， the socialization of peasants
changed the space of rural governance， weakened the authority of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ed a new
discour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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